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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笔谈

　　【编者按】　关涉中国报刊史的学术研究由来已久。自改革开放学术兴盛以来，与中国报刊史研究相关的著述越
来越多。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报刊史研究的重视，目前在历史学界和新闻传播学界，报刊史的研究日益凸显出

学科交叉的特点，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不仅这一学术领域逐步形成了研究热潮，还引发了高层次学者的特别关

注和理性思考。借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举办“第二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之机，我刊约请到国内历史

学与新闻传播学的几位专家学者，请他们就中国报刊史研究的方法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讨论涉及新闻史和近

现代报刊史的研究。我们希望通过讨论和争鸣，加深学界对新闻史、报刊史研究的认识，推动和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

报刊与民国思想史研究

郑 大 华

一

中国人自办报刊是在鸦片战争之后，１９世
纪末２０世纪初得到发展，但这种发展还是初步
的，无论报刊种类和销售数量都十分有限。中国
报刊业的快速发展是在民国时期，尤其是在五四
之后。民国初年，全国的报刊有５００多种，“仅

１９１２年２月以后，到北京民政部进行登记，要求
创办的报纸就达９０多种”（方汉奇：《中国近代报
刊史》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６７６
页）。二次革命后，尽管因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造
成“癸丑报灾”，全国的报刊锐减至１３９种（同上，
第７１１页）。然而随着袁世凯的死去，报刊又逐
渐得到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各种
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依据胡适的说法，仅

１９１９年创办的报刊就有４００多种。另据《第二
届世界报界大会记事录》的记载，１９２１年时，全
国有报纸１１３４种，其中日报５５０种（戈公振：《中
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８７
页）。此后，报刊的发展更是空前，无论是种类，
还是销售量，都远远超过了民国初年和五四时
期。有资料表明，仅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及其
所领导的政府机构和人民团体在不同时期所创

办的报刊，就有４５０５种（李永璞等编：《中国共产
党历史报刊名录（１９１９～１９４９）》，山东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１年版）。全国的大小报刊，总计达６万种
左右。目前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民国时期报纸有

３０００多种，刊物１０　０００多种（参见李金铨编：

《〈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序》，《文人论政：
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版，第１页）。
在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之后报刊业发展的

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便是思想和学术界
同仁刊物的异军突起。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
报刊大多是党派或政治团体的报刊，思想和学术
界的同仁报刊较少。比如，戊戌变法时期的大多
数报刊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创办
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是著名的思想家和
学问家，但维新派则是一个政治派别，而非思想
和学术性团体，他们创办报刊的目的，是为了开
民智，宣传维新变法。在２０世纪初创办的２００
多种报刊中，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党
人创办的报刊就达１２０种之多，虽然各报刊的侧
重点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都要服务或服从于革
命党人的革命斗争，宣传革命思想。与此同时，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

立宪派也创办了不少报刊，这些报刊毫无疑义是
为保皇或立宪服务的。除了党派或政治团体的
报刊外，还有一些纯粹的商业性报刊。和党派或
政治团体的报刊“与政治联系紧密”不同，这些商
业性报刊，“与政治没有联系，且以不问政治为标
榜，专从生意经上打算”（胡政之于１９４３年１０月

２１日在重庆《大公报》编辑会议上的讲话，转引
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

２８页）。但到了民国时期，在国民党、共产党和
其他党派或政治团体的报刊以及一些纯粹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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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性报刊之外，还出现了许多思想和学术界的同
仁刊物，如《科学》、《甲寅》、《新青年》、《每周评
论》等。粗略统计，这类刊物有数百种之多。
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之所以会在民国

时期异军突起，数量剧增，分析起来有如下几个
方面的原因。第一，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
壮大。尤其是清末派遣出国的留学生，这时纷纷
回国，成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力量，这
不仅为民国时期报刊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思想和

学术界同仁刊物的异军突起提供了编辑、记者、
作者等人才基础，而且这些新式的知识分子特别
是从欧美回国的留学生，他们深受西方思想文化
的影响，对于报刊的社会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如
傅斯年就曾致信胡适说，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
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既然报刊有如此巨大的社
会作用，所以这些忧国忧民的新式知识分子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就会很自然地把办报办刊作为
一种方式或工具，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第
二，进入民国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比１９世纪
末２０世纪初更加尖锐和错综复杂，中西文化的
冲突与融合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各个阶级、
阶层和各种政治势力及集团，围绕“中国向何处
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各
样的主张，并展开激烈复杂的斗争，这为民国时
期报刊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
物的异军突起提供了现实需要。因为面对错综
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中西文化新的
冲突和融合，由于政治立场、文化背景、所受教
育、社会地位和个人处境等不同，民国时期的新
式知识分子对上述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

主张。为了表达自己的认识和主张，这些新式知
识分子往往通过创办同仁刊物而结合成不同的

思想和学术性群体。所以民国时期被学术界称
之为“什么什么派”的思想和学术性群体特别多
（如新青年派、现代评论派、甲寅派、学衡派、新月
派、独立评论派等），而维系这些群体的纽带便是
同仁刊物（见拙著《民国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页）。第三，相对宽松
的办报办刊环境。民国初年，以孙中山为总统的
南京临时政府实行新闻自由政策，人们有自由办
报办刊的权利，尽管后来的北洋政府、国民党政
府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甚至颁布“新闻法”、“出版
法”、“报刊管理条例”、“报刊检查条例”等，但由
于种种原因，这些条规并没有得到全部地认真执

行，社会上还存在着较大的自由办报办刊的空
间。此外，民国时期经济和教育的发展，识字人
口的增多，也为这一时期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
的异军突起提供了经济基础和读者队伍。
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报刊比较，民国时

期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从报刊的内容来看。１９世纪末２０世

纪初的报刊大多是维新派、保皇派、立宪派和革
命派的报刊，这些报刊主要是服务或服从于维新
派、保皇派、立宪派和革命派所从事的政治活动
（如变法、保皇、立宪或革命），所以它们的一大特
色便是突出政论，如戊戌时期《中外纪闻》刊登的
康有为的《强学会序》，《时务报》刊登的梁启超的
《变法通议》，《直报》刊登的严复的《论世变之
亟》、《救亡决论》等；辛亥革命时期《苏报》发表的
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民报》发表的孙
中山的《发刊词》、《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
大会的演说》，《新民丛报》发表的梁启超的《开明
专制论》等，在当时都产生过很大影响。但和这
些报刊不同，民国时期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
物，尽管也关心时政，议论时政，甚至针对时政提
出过许多主张或建议，但它们更关心的是思想文
化和学术问题。胡适就曾表示过，２０年不干政
治，不谈政治，要为中国的改革打下一个思想和
学术的基础。尽管他后来没有践履自己的诺言，
但谈起政治来，他更多的还是谈思想文化和学术
问题。与此相一致，突出政论不是思想和学术界
同仁刊物的特色，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特色
在于强调思想启蒙和学术研究。以《新青年》为
例，它最有影响的文章是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和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前者宣告了新文化运动
的开启，后者是新文学运动兴起的标志。也正因
为其关注点不同，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报刊间
的争论主要围绕政治问题展开，如戊戌时期的
“变不变法”以及“如何变法”的争论，辛亥革命时
期的“三民主义”的争论。而到了民国时期尤其
是五四之后，报刊间争论的主要是思想文化和学
术问题，如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之争”，“白话与
文言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新道德与旧
道德之争”，“疑古与信古之争”，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的“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以工立国与以
农立国之争”，“尊孔与反孔之争”，还有４０年代
的“中国特色”之争，等等。就是政治问题的争
论，也往往带有浓厚的思想文化或学术争论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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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最具典型的例子莫过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

３０年代初的那场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
争论。
报刊内容的这一变化，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

历史进程的反映。我们一般认为，中国的现代化
经历过从物质（洋务运动）到制度（戊戌变法和辛
亥革命）再到思想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
程。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正是中国制度现代化
的阶段，作为这一时期的报刊，它们理所当然关
注的主要是如何变革中国旧的封建专制主义制

度和建立新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问题，亦即变
法和革命的问题。而到了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
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入到思想文化现代化的阶
段。因此，思想启蒙和人的解放也就自然而然地
成了这一时期的报刊、特别是思想和学术界同仁
刊物关注的主要问题。
其次，从创办者和作者的知识背景来看。１９

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报刊的主要创办者和作者有两
类，一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保皇
派和立宪派；二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
命派。但无论是这两类，或者不属于此的其他办
报办刊者和作者，他们大多出生于１８１０至１８８０
年代以前，接受过长期的传统教育，不少人还得
到过进士、举人、秀才的功名，后来或通过短期的
出国留学（主要是留学日本），或通过上国内新式
学堂，或通过自学，对西学有所接触或了解。所
以，新旧杂糅、亦旧亦新是他们思想的一大特色。
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他们
属于新旧过渡时期承上启下的一代，其地位有点
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但丁，既是旧时代
的最后一位诗人（士大夫），又是新时代的第一位
诗人（知识分子）。这种地位和出身，决定了他们
既不同于旧时代士大夫，具有近代知识分子的思
想取向，但同时又和旧时代士大夫一样，不以某
一领域或学科为自己的专长和职业，是“通才”而
非“专家”。而民国时期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
的创办者和作者，大多出生于１８９０至１９００年代
以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立宪
派和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的学生
辈，或学生辈的学生辈，他们中不少人留学过欧
美，系统地接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在国外大学
取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对西方的思想文
化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并有自己专长的领域（如
哲学、文学、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理学、工学等）

和职业（如大学教授、中学老师、报刊编辑、律师
等），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以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的《独立评论》为例，在３２位社员和
主要撰稿人中，有３１人曾留学欧美，占总人数的

９６．８７％，其中留学美国者２７人，占８７％，１９人
获得博士学位，留学欧洲者４人，１人获得博士
学位；６人是理工科教授，２６人是人文社会学科
教授，其中政治学教授９人，经济学教授５人，历
史学教授４人，文学教授和教育学教授各２人，
哲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教授各１人（陈谦平：
《抗战前知识分子在自由理念上的分歧———以
〈独立评论〉主要撰稿人为中心的分析》，李金铨
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第１４８页）。
因此，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保皇
派、立宪派和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
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办报办刊者及作者的新旧杂

糅不同，民国时期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创办
者和作者的思想特色是趋新，相对于中国的传统
思想文化，西方的近代思想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更
多一些。
创办者和作者不同的知识背景，必然会对他

们创办的报刊产生一定的影响。就以对西学的
译介和理解为例，我们只要比较一下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的报刊和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之后思
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就会发现，无论是译介的
广度，还是理解的深度，前者都无法与后者相提
并论（参见拙著《民国思想史论》，第１８～２９页）。
再次，从维系报刊的纽带来看。学缘的同门

意识和地缘的同乡意识是维系１９世纪末２０世
纪初报刊的重要纽带。比如，以康有为、梁启超
为代表的维新派、保皇派和立宪派的同门意识就
非常强烈，他们的报刊大多为同门（即康门）所创
办，所主持，非同门之人不得染指。维新变法时
期，康有为先后创办的《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
外纪闻》）、上海《强学报》、澳门《知新报》和广西
的《广仁报》等报刊，其主持人或主笔、主编清一
色的是他的万木草堂的弟子。维新变法失败后，
康有为流亡海外从事保皇活动，也指使弟子在世
界各地尤其是南洋和北美创办了一大批保皇报

刊。和维新变法时期的报刊一样，这些报刊也基
本上由康有为的弟子所负责，是名符其实的“康
门报刊”（唐海江：《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
种政治文化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版，第６０页）。康有为本人对此也从不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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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２年６月，他在给弟子罗璪云的信中，就把保
皇派的报刊称之“门人各报”（康有为：《致罗璪云
书》，《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版，第１５９页）。当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
表的维新派、保皇派和立宪派在办报办刊的过程
中，非常重视同门的关系，“甚至将门人关系的好
坏当作衡量报刊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唐海江：
《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
角》，第６４页）。曾长期追随康有为并受其指派
先后担任过《强学报》、《知新报》、《清议报》及《文
兴日报》编辑和主笔的徐勤，对同门在办报办刊
中的重要作用体会最深，他在致自己老师的信中
颇有感慨地写道：“凡办事外人多不可靠，必须同
门乃可……今欲办大事，真非同门不能也。盖草
堂师弟之谊，数千年所未有。今日之所以能转移
一国者，全在此一点精神也。若舍此而破之，无
一事能办矣”［《徐勤致康有为》（１９０３年１０月２６
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２３１页］。除了只信
任同门、只重用同门之外，康有为及其弟子的同
门意识还表现在对非同门同户的排挤上。发生
在《时务报》内部的康门弟子与章太炎、汪康年等
人的冲突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如果说学缘的同门意识是维系以康有为、梁

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保皇派和立宪派报刊的重
要纽带的话，那么，维系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
的革命派报刊（尤其是２０世纪初的头几年）的重
要纽带则是地缘的同乡意识。２０世纪初，留日
学生所办的革命报刊或具有革命意识的报刊几

乎都是同乡会的会报会刊，有些报刊名的地域色
彩十分明显，如１９０２年１２月创办的《游学译
编》，其创办者是湖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员；１９０３
年１月创办的《湖北学生界》（后改名为《汉声》），
其创办者是湖北留日学生同乡会会员；１９０３年２
月创办的《直说》，其创办者是直隶留日学生同乡
会会员；同月创办的《浙江潮》，其创办者是浙江
留日学生同乡会会员；１９０３年４月创办的《江
苏》，其创办者是东京青年会的江苏籍留日学生；

１９０６年１１月创办的《豫报》，其创办者是河南留
日学生同乡会会员；１９０７年９月创办的《晋乘》，
其创办者是山西留日同盟会会员；１９０７年１１月
创办的《粤西》，其创办者是广东留日学生同盟会
会员；１９０７年１２月创办的《河南》，其创办者是
河南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１９０８年１月创办的
《四川》，其创办者是四川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

１９０８年２月创办的《关陇》，其创办者是陕西留
日学生同盟会会员，如此等等。与此同时，国内
出版的一些革命报刊，“如《苏报》、《国民日日
报》、《大陆》、《警钟日报》等报刊的创办者和组成
人员，主要是以江浙籍知识分子为主体”。而中
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日报》
以及遍布于南洋、北美、香港等地的革命报刊，如
《檀山新报》（１９０３年创办于檀香山）、《图南日
报》（１９０４年创办于新加坡）、《广东日报》（１９０４
年创办于香港）、《南洋总汇报》（１９０５年创办于
新加坡）、《中兴日报》（１９０７年创办于新加坡）、
《自由新报》（１９０７年创办于檀香山）等，其“成员
均以广东籍人士居多”（唐海江：《清末政论报刊
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第７２、７３
页）。就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其内部的同乡
意识（主要表现为省界意识）也很浓厚，并形成了
以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的广东人，以章太炎为
代表的江浙人和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两湖人这样

三个小圈子，这三个小圈子尤其是广东人和江浙
人的相互猜忌、排挤，是《民报》乃至同盟会后来
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原因之一。
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维新派、保皇派、立

宪派和革命派的报刊不同，维系民国时期思想和
学术界同仁刊物的重要纽带不是学缘的同门意

识或地缘的同乡意识，而是思想取向或学术志趣
的一致性，换言之，创办和主持这些同仁刊物的
不是同门或同乡，而是思想或学术上的志同道合
者。以《独立评论》的创办人和发起人为例，胡适
是学哲学出身，安徽绩溪人；丁文江是学地质出
身，江苏泰兴人；蒋廷黻是学历史出身，湖南邵阳
人；傅斯年是学历史出身，山东聊城人；翁文灏是
学地质出身，浙江鄞县人；任鸿隽是学化学出身，
四川垫江人；周炳琳是学法学出身，浙江黄岩人；
吴景超是学社会学出身，安徽歙县人；张奚若是
学政治学出身，陕西朝邑人。很显然，这些人既
不同门，也不同乡，他们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共同
发起和创办《独立评论》，是因为他们都是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对当时的国际国内问题有着相同或
相似的看法和主张。由于维系民国时期思想和
学术界同仁刊物的重要纽带是思想取向或学术

志趣的一致性，而人们的思想取向或学术志趣会
随着时代的发展、个人地位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的，一旦人们的思想取向或学术志趣发生了变
化，同仁刊物也就很难再继续维持下去，或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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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分化，其刊物的创办者、经营者和主要作者往
往是各奔东西。五四之后《新青年》同仁之所以
会分道扬镳，就是因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受
了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胡适等人仍然坚守其自由主义立场，反对马克
思主义对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

二

报刊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已为越来越多

的学人所认识。张宪文先生在《中国现代史史料
学》一书中曾指出：“报纸是文字史料的一种，也
是比较重要的史料，通过它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
各个方面。”（张宪文：《中国现代史史料学》，山东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７８页）这“各个方面”
当然亦包括思想。概而言之，报刊尤其是思想和
学术界同仁报刊对于民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多少资料说多少话，没有资料不说话，这

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思想史研究也不
例外。有人说，思想史研究主要是理论分析，只
要有较强的抽象思辨能力就行，资料的有无或丰
富与否都无关紧要。此言差矣！思想史研究确
实不同于诸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的
研究，它要求的抽象思辨能力可能更强一些，它
要求研究者本人要有思想。但这只是问题的一
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和政治史、经济史、外交
史、军事史等其他历史学科的分支学科一样，离
不开第一手资料。理论分析需要建立在丰富的
第一手资料基础之上，没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何来精彩的理论分析？！没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基础的理论分析，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得出
的只能是似是而非的观点或结论。
第一手资料对于民国思想史研究如此重要，

但民国思想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从何而来？在

近代以前，确切地说在没有近代报刊以前，思想
史研究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各种出版物，如官修或
私修的史书、家谱、方志，尤其是思想家的个人著
述、日记、书信，以及一些档案材料（如奏折、上
书）等。到了近代，随着近代报刊的出现和发展，
报刊成了思想史研究又一重要的资料来源。首
先就报纸来看，它除刊登新闻、报道、广告外，还
有社论和各种副刊或专栏，这些社论、副刊或专
栏的文章，不少就是思想史的重要资料。以民国
时期著名的天津《大公报》为例，它不仅每天都有

“社评”发表，就国内国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发
表自己的看法，而且还先后开办过“艺术周刊”、
“公开评论”、“科学周刊”、“社会研究”、“医学”、
“社会科学”、“现代思潮”、“军事周刊”、“世界思
潮”、“社会问题”、“文学”、“文艺”、“经济周刊”、
“科学周刊”、“乡村建设”、“明日教育”、“史地周
刊”、“电信特刊”、“科学”、“县政建设”、“滑翔园
地”、“战国”、“市民与警察”、“工业与科学”、“文
史周刊”、“家庭”、“自然科学”、“时代青年”、“电
迅”等４０多个专业性副刊。这些副刊除少数由
报社自己主编外，大多数是约请的社外专家、学
者或团体负责主编，如“军事周刊”的主编者是中
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世界思潮”的主编
者是对西方哲学颇有研究的著名学者张申府，
“社会问题”的主编者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梁漱
溟，“文学副刊”的主编者是著名学者吴宓，“文艺
副刊”的主编者是著名作家沈从文，“文史周刊”
的主编者是著名学者胡适，“乡村建设”的主编者
是乡村建设研究会。据《大公报》同人周雨的介
绍，对于这些副刊发表的文章，报社从不加以干
涉，“只要言之成理，有发表价值，就让其各抒己
见，但是所有副刊都能遵循统一的主题：为社会
服务，为国家服务，在战时则为抗战救国服务”
（周雨：《大公报史》，第１８４页）。此外，《大公报》
还根据需要开办过近５０个（次）专刊或特刊，开
办过“星期论文”专栏，当时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
学者，如胡适、傅斯年、钱端升、蒋廷黻、丁文江、
陈序经、梁漱溟、胡道惟、张奚若、罗隆基、王造
时、萧公权等，都在“星期论文”上发表过文章，而
且他们的很多重要文章是先发表在“星期论文”
上，然后再发表于其他刊物或被其他刊物所转
载。《大公报》所发表的“社评”和各种副刊、专
刊、特刊及“星期论文”上的文章，不仅为我们研
究《大公报》史和《大公报》主要创办人的思想提
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同一
时期的社会思想或思潮，研究各副刊、专刊、特刊
和“星期论文”的主编者、作者的思想提供了大量
的第一手资料。笔者就曾利用九一八事变后《大
公报》发表的“社评”，写过一篇《理性的民族主
义：“九一八”后的天津〈大公报〉———兼与〈东方
杂志〉、〈独立评论〉比较》的文章，认为“九一八事
变后，在对待日本侵略、国联调停、废止内战等事
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大公报》都
不赞成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当然它也不赞成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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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提出的与日绝交宣战、
反对国联介入等偏激主张，而持的是一种不偏不
倚，既不激进也不保守的理性的民族主义。在当
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理性的民族主义最符合中
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郑大华：《理性的民族主义：
“九一八”后的天津〈大公报〉———兼与〈东方杂
志〉、〈独立评论〉比较》，《浙江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４
期）。其次就刊物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
物而言，更是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思想（包括社
会思想、思潮和思想家的个人思想）不可或缺的
资料。比如，我们要研究五四前后西方科学在中
国的传播，就不能不利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定
期的自然科学期刊———《科学》月刊，据统计，从

１９１５年到１９２４年的短短９年期间，《科学》月刊
刊登的介绍科学知识的文章即达一千多篇，内容
从１９世纪传统的电磁学、热力学、细胞学、微生
物学，到２０世纪初开始盛行的Ｘ射线、放射性
元素、电子三大发明以及相对论、量子论等，应有
尽有。这些文章发表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影
响很大。又比如，我们要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
当然离不开《新青年》，试设想，假如不利用《新青
年》的资料，我们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能否进行
下去？就是进行下去，又能否得出符合历史事实
的结论？回答自然是否定的。我们要研究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的胡适及其以他为中心的一些自由主
义学人的思想，就必然会想到以胡适为主编的
《独立评论》，作为一份同仁刊物，３０年代胡适及
其以他为中心的一些自由主义学人的文章主要

发表在《独立评论》上，如果缺少《独立评论》，就
不可能对３０年代的胡适及其以他为中心的一些
自由主义学人的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同样，如果
不看《观察》、《新路》、《时与文》、《世纪评论》、《经
济评论》等这些抗战后创办的思想和学术界的同
仁刊物，要想研究４０年代后期中国自由主义学
人的思想也就只能是隔靴搔痒。近年来民国思
想史研究之所以发展较快，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
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术界和出版界加大了对
民国报刊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的发掘

和整理。天津《大公报》、《益世报》、上海《申报》、
北京《晨报》以及《新青年》、《努力周报》、《现代评
论》、《学衡》、《新月》、《独立评论》、《观察》等一大
批报刊被影印出版，为民国思想史学界的研究提
供了大量的新的第一手资料。这是报刊尤其是
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对于民国思想史研究之

重要性的第一个方面。
民国虽然只是短短的３８年时间，但由于这

一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阶级矛盾和
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和错综复杂，各个阶级、阶层
和各种政治势力及集团围绕中国向何处去、中国
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同主

张，并展开过激烈和复杂的斗争。与此相适应，
民国时期的思想呈现出“三多”的特点，即思想和
学术性群体（亦可称之为“思想文化派别”）多，思
想文化和学术争论多，社会思潮多。而这“三多”
特点的形成都与报刊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的同

仁刊物有关。如前所述，维系思想和学术性群体
的纽带是同仁刊物，如以《新青年》为纽带形成的
“新青年派”，以《学衡》为纽带形成的“学衡派”，
以《甲寅》为纽带形成的“甲寅派”，以《独立评论》
为纽带形成的“独立评论派”，以《中国农村》为纽
带形成的“中国农村派”，以《战国策》为纽带形成
的“战国策派”，如此等等。民国时期发生的众多
思想文化和学术争论，大多是在报刊之间尤其是
在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之间进行的，如五四
前后的“东西文化之争”，争论双方的主要阵地是
《新青年》和《东方杂志》；１９２３年的“科学与人生
观之争”，争论双方的主要阵地是《努力周报》和
北京《晨报副刊》；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国本位与全盘
西化之争”，争论双方的主要阵地是《文化月刊》
和《独立评论》；同一时期的“民主与独裁”之争，
参与争论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东方杂志》和《独立
评论》上。至于社会思潮，更是以报刊尤其是以
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为载体而潮起潮落的。
学术界一般借用西方学者观点，用保守主义、自
由主义、激进主义（五四后有的人又用马克思主
义来代替激进主义）来概括民国时期的社会思
潮。我们姑且不论此种概括是否符合近代中国
的历史实事（实际上除这三种思潮外，还有民族
主义、社会主义、复古主义等众多社会思潮），但
就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这三种思潮来
看，它们都是以报刊为载体而兴起、演变和发展
的。
既然民国时期的思想所呈现出的思想和学

术性群体多、思想文化和学术争论多、社会思潮
多这三个特点都与报刊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的

同仁刊物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报刊也就为我
们厘清民国时期错综复杂的思想谱系提供了可

能。比如有学者通过对《努力周报》、《现代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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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月》、《独立评论》和《观察》等杂志的研
究，来梳理以胡适为中心的所谓“胡适派学人群”
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演变。也有学者在解读《新
民丛报》、《大中华》、《解放与改造》、《再生》等杂
志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从梁启超到张君劢、张东
逊的另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想谱系。我们要研究
文化保守主义在近代中国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发

展演变，就不能不研究清末的《国粹学报》、民初
的《不忍杂志》，五四前后的《东方杂志》、《学衡杂
志》和《甲寅周刊》，３０年代的《文化月刊》、《复兴
月刊》以及４０年代的《思想与时代》等刊物，因为
这些刊物构成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链条。
再比如，我们要研究民国思想史上的思想文化和
学术争论，就自然离不开对这些思想文化和学术
争论的主要阵地———有关报刊的研究。笔者曾
先后写过有关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之争”、１９２３
年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和３０年代的“中国体
位与全盘西化之争”的文章，其资料就主要来源
于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报纸和刊物。这是报刊
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对于民国思想

史研究之重要性的第二个方面。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那么，怎样才能创

新呢？就历史学而言，它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发现新的史料，从而弥补以前学术界
的研究空白和不足，或推翻、修改、充实和丰富以
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二是提出新的观点，对已
有的史料或结论做出新的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解

释，从而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人们常说，民国
时期的资料汗牛充栋，无法穷尽，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民国时期的报刊太多，留下的资料太丰富。
另外，民国时期报刊的发行也非常复杂，有全国
发行的报刊，也有在某一地区发行的报刊；有公
开发行的报刊，也有非公开发行的报刊；有通过
各地销售点发行的报刊，也有通过邮局邮寄发行
的报刊，还有自办发行的报刊……报刊的发行状
况，直接影响到对它的收藏。那些在全国公开发
行的报刊，也许在全国许多图书馆和个人都有收
藏；那些只在某一地区公开发行的报刊，也许只
在它发行地区的图书馆和个人有收藏；那些非公
开发行的报刊，也许很少有图书馆和个人有收
藏。由于民国时期的报刊太多，人们穷其一生不
可能把所有的报刊看完，加上报刊的收藏情况不
一样，有的收藏得多些，有的收藏得少些，有的可
能就是很少的几本甚至是孤本，这就为人们发现

新的报刊资料提供了可能。而新的报刊资料的
发现，对于推动民国思想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以笔者的研究为例。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

教科书或研究性著作都认为，《新月》自１９２９年
第二卷起就批评国民党践踏人权，是大革命失败
后中国自由主义学人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最

早刊物。实际上，《新月》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批
判要晚于《新路》整整一年。尽管１９２８年年初创
刊的《新路》刊行的时间不长，内容却相当丰富：
既有知识分子对国内各种政治主张或建国方案

的评论，也有其本身的政治要求和社会改造方
案；既有对国民政府内政外交的批评与建议，也
有对他国政治形势、政体政策的介绍和评价，较
为集中地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存在于国

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动

向。但由于《新路》没有经过国民党的审批，是地
下非法出版物，加上它只出版了１０期就在国民
党的高压下被迫停刊，所以图书馆和个人很少有
收藏。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我在写作张君劢传时，
从张氏夫人王世瑛为张写的年谱里得知：１９２８
年年初张君劢与李璜曾在上海合作创办过一份

批评国民党的地下刊物《新路》。我便托上海的
朋友四处寻找，终于在一家图书馆里找到了这份
杂志，并请朋友复印了张君劢发表在该杂志上的
文章（当时图书馆不允许全部复印）。后来我根
据复印的文章在《张君劢传》一书中加写了“创办
《新路》杂志，批评国民党一党专制”一子目，并在
学术界第一次提出《新路》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
自由主义学人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第一刊，引
起学术界的关注。前两年我又得到《新路》所有

１０期的复印本，于是与我学生合作，撰写出《〈新
路〉：大革命失败后批判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第一
刊———兼与〈新月〉对国民党专制统治之批判的
比较》一文，并应朋友的稿约发表在《安徽大学学
报》２０１０年的第４期上。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这是报刊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报刊对于

民国思想史研究之重要性的第三个方面。
总之，报刊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同仁刊物在

民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
此，我希望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学术界和出版
界还应进一步加强对民国报刊的发掘和整理工

作，使更多的报刊得到影印出版，以惠及民国思
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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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上我们讨论了报刊在民国思想史研究中

的地位问题。既然报刊的地位如此重要，那么我
们应该怎样开展对报刊的研究呢？换言之，我们
研究报刊的方法是什么？对此，我想以思想和学
术界的同仁刊物为例（因为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
刊物，其思想史意义比其他类型的报刊可能更大
一些），并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谈一点不成熟的
看法。
我认为，研究报刊首先要研究报人与报刊的

关系。这里所讲的报人，主要指的是报刊的创办
者、经营者和作者。因为报刊是由人创办和经营
的，报刊的性质往往由创办者（个人或思想和学
术界群体）和经营者所决定，如果创办者和经营
者的政治、思想或文化取向上激进，那么，他们所
创办的报刊在政治、思想或文化上往往也是激进
的；反之，如果创办者和经营者的政治、思想或文
化取向上保守，他们所创办的报刊在政治、思想
或文化上往往也趋于保守。比如，吴宓、梅光迪、
胡先骕等人是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所创
办的《学衡》也是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刊物之
一；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大师”，他所创办或主
持的《努力周报》、《新月》和《独立评论》被学术界
公认为是自由主义刊物；陈翰笙、薛暮桥、钱俊
瑞、孙冶方等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所
创办的《中国农村》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
产党方针、政策，批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
重要阵地；杨公达、萨孟武、梅思平等人是南京中
央政治大学的国民党籍教授，他们所创办的刊物
《时代公论》代表的是国民党内非当权的知识分
子的声音，如此等等。创办者和经营者不仅决定
着报刊的性质，有时还决定着报刊的宗旨方针、
经营方式甚至栏目设计。比如，胡适等人在创办
《独立评论》时，为《独立评论》确立的宗旨是：“期
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
国当前的问题……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不倚
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
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就是独立的精神。”
（胡适：《引言》，《独立评论》第１号）张季鸾为天
津《大公报》确立的办报方针是“不党、不卖、不
私、不盲”的“四不主义”。所谓“不党”，即不倚附
于任何党派；“不卖”，即不为金钱从事利益交换；
“不私”，即不为一己为一小团体的私利；“不盲”，

即不盲从，不附和，有自己的独立立场。无论是
对《独立评论》，还是《大公报》，尽管人们有着这
样或那样的评论，但实事求是地讲，它们基本上
还是坚守住了其创办者所确立的办刊宗旨或办

报方针。总之，一份报刊办得如何，与其创办者
和经营者有着莫大的关系。戈公振在他那本被
视之为中国近代报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中
国报学史》中就指出：“报馆譬之人体，人材则灵
魂也。故报纸之良不良，可自其人材多寡知之。”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１９８页）戈公振在这
里所讲的人材，主要指的是总经理、总编辑等这
些报刊的创办者或主要经营者。
除创办者和经营者外，作者对于报刊的影响

也非常之大。大众传播学告诉我们，大众传播产
生影响的要素有三个，即受众、传播者和媒体。
这三者的关系是：媒体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是影响
受众的直接原因，受众不能从媒介中得到媒介中
没有的东西。决定媒体传播什么内容并以什么
形式传播，则是由传播者、传播职业的传统和规
范、传播机构以外的因素如法律政策法规、广告
商、内在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决定的；而一定
形式媒体将产生什么影响，则与受众的内在条件
有着重大的关系（卜卫著，刘晓红译：《大众传播
心理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

２～３页）。一份报刊的社会影响及其地位如何，
最终是由它所刊载的文章决定的。《时务报》之
所以在当时影响很大，关键在于其发行点由十几
处迅速增至１００多处，发行地区由沿海大城市逐
渐扩展到云、贵、川、甘一些边远省份和潍县、沙
市、瑞安等中小城镇，销售量最多时达到１　７０００
多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
狂泉”，吸引众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主笔
的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古
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
相嬗之理》、《知耻学会序》、《西学书目表后序》等
系列文章，不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维新变法的必
要性与必然性，并且从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
面对封建制度进行了批判，介绍和宣传了资产阶
级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民权、平等思想，而且梁
“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常带感情”，其文字“平
易畅达”，“条理明晰”，令人耳目一新，具有很强
的感染力。《独立评论》从一个由“八九个朋友”
创办的小刊物，迅速变成为“全国人的公共刊物”
和“舆论中心”，发行量达到一万三四千份，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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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一（或主要原因），就在于它有一个非常强大
的作者群，除了胡适外，当时在思想和学术界有
一定或较大影响的人物，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
年、翁文灏、任鸿隽、吴景超、张奚若、萧公权、张
佛泉、陈序经、钱端升、罗隆基等，大多为它写过
文章，是它的主要作者。
既然创办者、经营者和作者直接关系到报刊

的性质以及报刊的文章内容、经营方式，甚至栏
目设定，因此，我们研究一份报刊，首先要研究它
的创办者、经营者和作者，其中包括创办者、经营
者和作者的教育背景、政治立场、从事职业、社会
地位、生活经历以及交往圈子等。比如，我们要
研究《独立评论》，那就必须研究胡适以及《独立
评论》社的原始社员和它的主要作者；要研究《学
衡》，当然就得下功夫研究吴宓、梅光迪、胡先骕
等人。否则，我们所谓的报刊研究，就难入其门
径。
其次要研究社会与报刊的关系。任何报刊

都是一定社会的产物，或多或少会带有它存在时
期的社会烙印。比如，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报
刊，无论它保守还是激进，都会涉及维新、立宪或
革命的问题；五四时期的报刊，不可能不关注新
文化运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各种思想文化争论，
只有态度不同而已，或支持参与，或反对批评；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的报刊，民族危机以及如何挽救民
族危机是其重要的话语之一；抗战时期的报刊，
必然会聚焦抗日战争。换言之，报刊的话语或内
容，是与它所处的社会紧密联系着的。因此我们
研究报刊，要研究它产生和存在时期的社会背
景，研究报刊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所谓报刊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简而言之，即

报刊如何通过舆论来影响社会，而社会又如何影
响着报刊来调整自己的办报办刊方针、刊载内容
和栏目设计，以便争取更多的读者。民初著名报
人、长沙《大公报》主笔龙兼公曾就报纸与舆论的
关系作过说明。他说：报纸和舆论的关系，“约可
分作三种：（一）报纸创造舆论。（二）报纸代表舆
论。（三）报纸改革舆论。第一项是舆论由报纸
创造出来，换一句话说，便是报纸发表某种新思
想新主张，得群众的赞同，渐渐制成了一种舆论。
这种舆论是从来没有的，所以说是创造。第二项
便是社会上有某种舆论，报纸于适当机会替他宣
布出来，有时加以批评表示赞助的意思。报纸替
舆论作喉舌，所以说是代表。第三项便是报纸认

为某种舆论有错误或不妥当不适宜之处，把他纠
正起来，结果居然告了成功。这个与创造的性质
稍有不同，所以说是改革”（龙兼公：《报纸和舆
论》，长沙《大公报》“评论”，１９１９年８月１５号）。
龙兼公所讲的报纸和舆论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
报纸与社会的关系。因为如前所述，报刊影响社
会靠的便是舆论。这只是就报刊影响社会一面
而言。从社会影响报刊一面来看，也是如此，报
刊往往会根据社会需要而增设栏目、改革内容，
甚至改变办报办刊方针。借用台北学者曾虚白
的话说：“传播事业是带着社会步步高升，同时社
会的进步又培养传播事业发挥它更大的效能，如
此互为影响，生生不已，而构成多采多姿的社会
形态。”（曾虚白：《中国新闻史》，台湾，三民书局

１９８４版，第４页）
民国时期的报刊都非常重视与社会的互动。

比如，《新青年》从第１卷第１号开始，即设置一
“通信”栏，刊登读者的来信和编者的复信，从而
为读者与编者之间的自由讨论提供了一个平台。
据学者研究，《新青年》前后共刊发读者来信１９４
封，如果加上编者的回信，共４００多封（有时一封
来信有三四封回信），这些来信和复信涉及到青
年问题、《新青年》宗旨、文学革命、孔教、汉字改
革、世界语、中国戏剧改革、妇女解放、时政评论、
工人劳动、社会主义以及对《新青年》的建议等一
些当时社会比较关心的思想、文化和社会问题。
“用‘媒体传播学’的眼光来看，这是一种为‘制造
舆论’和‘动员舆论’而设置的专栏。这个专栏，
一方面，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自由讨论、自由对话
的平台；另一方面，它也把刊物作为‘媒体’的功
能，在当时的情况下发挥到极致”。编者与读者，
或者说刊物与社会所形成这种思想、论题的互
动，“反映了中国近代公共舆论的初步形成”（杨
琥：《〈新青年〉“通信”栏与五四时期社会、文化的
互动》，见李金铨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
刊》，第６６、４７页）。和《新青年》一样，民国时期
的许多报刊都开设有“通信”或“来信”以及其他
类似栏目。这是报刊影响社会方面的例子。社
会影响报刊方面的例子，我们可以举民国初年龙
兼公任主笔的长沙《大公报》。为适应不断变换
的社会思潮，满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需要，长沙
《大公报》不仅开辟或更新了大量专栏，如开设
“介绍新知”和“新思潮”专栏、更新“胜闻”和“艺
海”专栏，并增设“现世思想”副页等，而且还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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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文风，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发表新的文学
作品，为新文学的爱好者提供阵地。通过这些措
施，长沙《大公报》不断获得生机和活力，从一份
小报，逐渐成熟和壮大起来，成了当时湖南最有
影响的民营报纸［喻春梅：《长沙〈大公报〉与民初
湖南社会思潮（１９１５～１９２７）》（未刊稿），湖南师
范大学历史系２００８年博士论文］。实际上，一份
报刊办得成功与否，与它能否实现和社会的良性
互动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再次要研究报刊与报刊的关系。这包括两

层涵义。一是报刊间的相互关系，比如，报刊之
间文章的相互转载、作者的相互流动、发行渠道
的相互利用，以及相互的批评与争论等。二是报
刊之间的相互比较。我一直主张研究思想史要
用前后左右比较法。所谓“前后”比较，也就是纵
向的历时性比较；所谓“左右”比较，也就是横向
的共时性比较。只有通过与同类人物、事件、思
想、思潮、报刊的前后左右比较，才能更好地说明
其研究对象的地位、作用、特点及价值。因为有
比较，才有鉴别。以上世纪３０年代为例。当时
有四个比较有影响的刊物，一是《独立评论》，二
是《再生杂志》，三是《复兴月刊》，四是《时代公
论》。这四种刊物分别代表了四种不同的政治力
量及其主张。《独立评论》是胡适等人创办的，代
表的是非党派的自由主义学人及其主张；《再生
杂志》是张君劢、张东荪等国社党人创办的，代表
的是介于国共之间的中间党派的自由主义学人

及其主张；《复兴月刊》是以黄郛为会长的中国建
设学会创办的，代表的是国民党内不当权的老国
民党人（很多是老同盟会会员）及其主张；《时代
公论》是杨公达、萨孟武、梅思平等国民党中央政
治大学的教授创办的，代表的是国民党内不当权
的知识分子及其主张。作为九一八事变之后才
创办的这四种刊物，它们都非常关心民族危机，
关心中日问题的解决，并积极参与了有关中国向
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讨论，但由于所代
表的政治力量的不同，它们对中国向何处去、中
国文化向何处去的主张也有所不同。只有通过
对这四种刊物的比较，我们才能发现它们之间的

同与不同，也才能对这四种刊物的历史地位做出
比较合乎事实的客观评价。
除要研究报人与报刊、社会与报刊和报刊与

报刊的关系外，我们还应研究影响报刊的其他因
素，如经费来源、发行渠道、销售情况、内部机构
等。以经费来源为例，经费由谁出，往往会影响
到报刊的性质和办报办刊方针。民国时期的不
少报刊，尤其是思想和学术界的同仁刊物，为了
维持报刊的独立性，一般不接受党派、团体和商
人的津贴或赞助，经费主要靠自筹、广告和销售
来解决。比如，《学衡》出版经费主是靠杂志创刊
时的原始社员每人出一百元作基金来解决，当时
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长的章士钊曾表示愿资助

１０００元作为杂志的补贴，被拒绝。尽管后来经
济上遇到了很大困难，但为了维持政治上的独立
地位，主编吴宓宁愿自掏腰包和向亲友募捐借贷
以维持刊物的正常运行，也不接受官方或商人的
资助。《独立评论》的开办费，也是由原始社员每
人拿出薪水的百分之五解决的。吴鼎昌、胡政
之、张季鸾接受天津《大公报》之初，三人即约定：
办报经费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捐
或集资，也不接受官方的任何津贴；三人专心办
报，在三年内都不许担任任何有俸给的公职。这
后一约定不久又成了所有报社成员都必须遵守

的规定。１９３６年吴鼎昌到南京做国民政府的实
业部长，在去南京之前，吴登报辞去《大公报》社
长一职。正因为经费来源、发行渠道、销售情况、
内部机构等都会影响到报刊的存在和发展，所以
戈公振在写《中国报学史》时，就专门写了一章
（第六章）“报界之状况”，分别介绍“报馆之组
织”、“新闻”、“广告”、“发行”、“销数”、“印刷”、
“纸张”、“用人”、“附刊和小报”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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